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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为解决“城市蔓延”带来的诸多问题，许多
国家纷纷提出建设智慧城市［１］，希望借助信息化手段
提升政府城市治理能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如美
国的波特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英国的爱丁堡、西班
牙的巴塞罗那等，新加坡更是提出要建设智慧国家。
从２００９年开始，我国的北京、南京等城市也开始

着手进行智慧城市建设［２］，此后，智慧城市建设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扩散，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这一大潮中。
截至２０１２年７月，国内已有１５０多个城市提出要进行
智慧城市建设。为总结智慧城市发展经验，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有序开展，住房城乡建设部分别于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确定了３批２７７个国家智慧城市试

点城市。此外，仍有许多城市自发进行智慧城市建设
规划。
作为一种创新，智慧城市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散，

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种扩散得以在地方政府之间发

生？这种创新扩散在时间和空间演进中具有怎样的表

现？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差别？这些

问题亟待回答。尽管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理论视角对
智慧城市进行了研究，但现有研究大多从智慧城市内
涵与实践、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３］、指标体系［４］等方面
进行探讨，从创新扩散角度对智慧城市建设分析的研
究较少，且多为定性研究，未从定量角度深入探讨［５］。
本文将以３８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创新扩

散理论，阐述智慧城市建设进程的时空扩散机理，运用
事件史分析，探析该进程中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



１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１　政策创新扩散理论

创新扩散研究起源于欧洲社会科学，１９０３年塔德
对创新扩散进行了概括，他指出个体可以通过模仿学
习一种创新，一项创新和已有观点越接近，其被采用的
可能性越大［６］。罗杰斯［７］提出，该理论已经在１０多个
领域被广泛应用，其考察了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并提
出了著名的Ｓ形曲线。政策创新扩散是创新扩散理论
的重要分支，１９６９年，沃克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
表的《创新在美国各州的推广》一文，是对公共政策领
域创新扩散最早的关注。从此，学者们开始关注新政
策如何从一个州传递到另一个州的现象，并将其称之
为政策创新扩散。创新是指一项新事物的引入，而不
考虑其它组织是否采用过，只要对采纳者是新的即
可［８］。创新不同于发明，不是完全创造出一个本不存在
的事物。创新扩散是创新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采用者
之间传播的过程［７］，即一项创新通过一定渠道被其它
主体采纳的过程。创新采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创新
倾向是创新动机、阻碍创新的强度以及用于克服障碍
的资源可利用度等综合作用的结果［９］。贝瑞夫妇认为，
创新扩散的发生是采纳者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１０］，内部决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领
导者特性等。外部决定因素包括水平因素和垂直因
素，水平因素是指创新的发生主要受邻近政府间竞争
压力、学习动力的影响，垂直因素是指政府创新的动力
主要来源于上级政府的强制或激励［１１］。创新扩散是一
个随时间累积的变化过程，形成了３条时空规律，即时
间上呈现Ｓ形曲线，空间上表现为邻近效应，区域内出
现领导者—追随者的层级效应［１２］。

１．２　研究假设

１．２．１　城市内部因素
组织创新理论认为，创新分值和城市化人口规模、

人均收入之间均存在非常强的联系，这些联系在所有
时间段均基本保持不变［７］。人口数量往往反映了辖区
环境的复杂性，而环境越复杂，非程序化决策便越多，
从而导致对政府创新的需求越高［１３］。智慧城市建设主
要是为了解决城市病问题，一般而言，人口越多、规模
越大的城市，产生城市病的可能性越大，因而对智慧城
市建设要求的迫切性也越强。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当
地群众的支持，当地群众获知其它地方进行智慧城市
建设后，会通过论坛、信息咨询等方式对政府施压，呼
吁当地政府向其它地方政府学习，从而推动智慧城市
建设扩散。其中，高收入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生活幸
福感更为突出，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反应也应最为
强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规模越大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可能性
越大。

Ｈ２：人口密度越大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可
能性越大。

Ｈ３：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
设的可能性越大。
资源松弛假设提出，松弛的资源状况是组织创新

的重要条件。决策者所能支配的相对财富，或可利用
的自由流动资源的多少是其是否愿意采纳新技术或新

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７］。一般而言，财政实力雄厚的地
方政府更容易采纳创新［１４］，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城市政
府在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因此，
一个城市是否具有相应的财政能力，是影响其政策采
用的主要因素。此外，不同行政权限、不同等级的城市
拥有不同的资源调配能力和政策决策空间，行政级别
较高的城市，其掌握和能调动的资源往往要优于级别
低的城市，因而更有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基于此，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经济实力越强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可
能性越大。

Ｈ５：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可
能性越大。

１．２．２　城市外部因素
在垂直府际关系中，上级政府可强制或刺激推动

下级政府采纳某项政策或措施。在我国科层制的组织
关系中，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指挥权和控制权。下级
只有较好地迎合上级需求，积极实施上级鼓励的政策，
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资源及权限。在
“上行下效”风气下，如果某项政策是上级政府所认可
和重视的，下级政府官员会表现得更加积极［１５］。上级
压力是下级政府部门政策创新的重要动力，上级政府
重视并大力推崇智慧城市建设时，下级政府将更有可
能采纳该创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６：承受上级压力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可
能性较大。
组织为了争取制度合法性，在同行压力下往往会

表现出同质化趋势。我国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而展
开的竞争，其终极目标可以归结为政治晋升锦标赛［１６］。
地方政府会更加关注邻近的、发展程度相似的其它地
方政府的政策动态，采纳他们的创新政策，避免在竞争
中处于劣势。因此，当其它同级城市均进行智慧城市
建设时，本地政府会产生紧迫感，为缩小竞争差距，或
避免竞争劣势，也会着手开展智慧城市建设，从而促进
政策扩散。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７：府际压力越大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可
能性越大。
向其它地方政府学习、借鉴经验是政府政策创新

和政策扩散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学习中创新，有利于
完善政策，减少政策失误，降低创新带来的风险［１０］。通
过个人关系、网络、媒体等方式和渠道，地方政府会关
注其它政府的政策实施情况，若效果显著，则会主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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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效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８：学习动力越强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可
能性越大。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样本及数据

本文以中国内地省会级以上城市（包直辖市、省会
城市、副省级市和经济特区市）为研究对象，共计３８个
城市。北京等城市最早于２００９年启动智慧城市建设，
截至２０１５年，研究周期为７年。本文将考察这些城市
在７年的发展历程中，哪些因素对智慧城市建设采纳
产生了影响。
本文所使用数据均来自公开统计资料，确保了数

据的可靠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其中，因变量为
智慧城市建设采纳情况，其数据主要来自网络调查，将
城市名称与“智慧城市”关键字组合，通过网络搜索引
擎获得该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信息。同时，为确保信
息的准确性，在各城市政府网站中，对政府新闻、文件、
政策等内容进行检索，以验证信息的准确性。自变量
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
鉴以及相关专业网站信息等公开资料。

２．２　研究变量与方法

本文因变量为智慧城市创新采纳，即某城市在某一
年是否开始进行智慧城市建设。该变量为虚拟变量，进
行智慧城市建设的赋值为１，未进行的赋值为０。
在自变量中，城市规模用市辖区人口数量作为代

理变量，为消除异方差和避免共线性问题，对其取以１０
为底的对数。人口密度为各城市辖区人口与市辖区面
积比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市辖区单位职工平均工资，
对二者取对数。经济实力用市辖区人均 ＧＤＰ为替代
指标，人均 ＧＤＰ作为测量政府经济状况的指标，往往
与创新采纳呈正相关关系［１７］，同样对其取对数。行政
级别为虚拟变量，其中直辖市赋值为１，其它城市赋值
为０。上级压力是指该城市是否为中央确定的智慧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是则赋值为１，表明该城市直接承受
上级压力；否则赋值为０，表明该城市不直接承受上级
政府压力。竞争压力用截至某年年底同类城市政策采
纳数量与城市总数比值来表示，按照直辖市和非直辖
市两类城市分别进行计算。具体计算公式为：

　　　Ｐｉｊ ＝∑
ｊ

ｔ＝２００９
ｎｉｔ／Ｎｔ

其中，Ｐｉｊ是指同类城市ｉ在ｊ年度的竞争压力；ｎｉｔ
是指同类城市ｉ在ｔ年度采纳智慧城市创新的数目；而

Ｎｉ是指该类城市的总数目。如２００９年北京在４个直
辖市中最早开始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其竞争压力为０。

２０１０年天津和上海的竞争压力为０．２５，２０１２年重庆的
压力为０．７５。学习动力是指政府向外学习的意愿，本
文采用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作为衡量指标，国际友好城

市的学习经验为加快地方发展提供了条件，激励城市
寻求建立更多的友好城市关系［１８］。
样本数据由纵向时间序列数据与横向截面数据构

成，且随着时间推移，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数据停
止进入，导致数据存在“右删失”状况，因而不能采用一
般的横截面数据分析方法。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
（ＥＨＡ）探讨各种因素对政府智慧城市创新扩散的影响。
事件史分析方法是政府创新扩散研究的主流方法，其基
于ｔ－１时间段的变量对ｔ时间段内的事件发生概率进
行预测，不仅能对存在删失的数据变量进行有效分析，
而且能够较好地探索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本文因变
量为二分变量，因而在进行模型分析时，采用二项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考察自变量对智慧城市建设扩散的影响。

３　研究结果分析

３．１　智慧城市扩散时空演进分析

３．１．１　智慧城市建设时间演进分析
由政策扩散理论可知，创新扩散在时间上呈现 Ｓ

形曲线，即扩散开始时阶段采纳量较少，然后进入快速
增长阶段，最后趋于缓慢增长。由图１可知，我国智慧
城市建设扩散始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扩散开始加速，

２０１１年急剧增速，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扩散趋缓，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年扩散结束。该扩散时间进程整体上符合创新扩
散的Ｓ形曲线。

图１　３８个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扩散时间曲线

３．１．２　智慧城市建设空间演进分析
本文将３８个城市按东部、中部和西部３大经济区

域进行划分，分析智慧城市建设空间扩散机理。从表１
可知，智慧城市建设最早兴起于２００９年东部地区的沈
阳、北京和南京，此后在东部地区持续扩散，２０１２年东
部地区扩散完成。中部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始于２０１１
年的合肥、南昌和武汉，此后在中部地区持续扩散，

２０１３年中部地区扩散完成。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始
于２０１０年的成都、贵阳、昆明，此后在西部地区持续扩
散，２０１５年西部地区扩散完成。通过分析，可以得到两
个初步结论：一是存在邻近效应。不管是基于学习动
力还是竞争压力，邻近地区间更容易发生政策扩散；二
是资源与能力是创新扩散发生的重要基础。作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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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东部地区，其智慧城市建设扩散开始和完成时
间均早于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

表１　３８个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扩散空间分布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２００９ 沈阳、北京、南京

２０１０
天 津、上 海、宁
波、杭 州、福 州、
广州、深圳

成都、贵阳、昆明

２０１１
石家庄、厦门、济
南、青 岛、海 口、
汕头

合肥、南昌、武汉 拉萨、南宁、西安

２０１２ 大连、珠海 郑州 重庆、西宁、银川

２０１３
长春、哈尔滨、太
原、长沙

兰州、乌鲁木齐

２０１５ 呼和浩特

３．２　智慧城市扩散实证分析结果

样本城市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２所示，因变量智慧城市建设的采纳与经济实力、城市
性质和竞争压力等变量正相关，且均在０．０５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从而初步支持了 Ｈ４、Ｈ５、Ｈ７ 这３个假设。

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多小于０．５，其中城市性质与
城市规模相关系数为０．６３１，城市规模与学习动力相关
系数为０．７４２，经济实力、竞争压力与人均收入相关系
数分别为０．７８３和０．８５８，经济实力与竞争压力相关系
数为０．６６７，学习动力与城市性质相关系数为０．６７４。
在分析这些变量时，需要注意共线性问题。通过模型
拟合，所有自变量的容忍度均大于０．３，远高于统计标
准值０．１，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４．２１３，远小于统计标
准值１０，表明各自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表３给出了ｌｏｇｉｔ回归分析结果，从模型拟合程度

来看，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值约为０．３２１，且 Ｗａｌｄ方差检验通过
了０．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整体解释力较
佳。通过对各自变量统计显著性和发生比的分析，了
解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发生比是指在其它
自变量保持不变情况下，某一自变量影响因变量发生
的可能性。如果该值为１，则发生与不发生的可能性均
等。该值大于１时，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正向影
响。该值小于１时，则为负向影响。

表２　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名称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政策

采纳

城市

规模

人口

密度

人均

收入

经济

实力

城市

性质

上级

压力

竞争

压力

学习

动力

政策采纳 １２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０．３３０　 １．０００
城市规模 １２０　 １．８８　 ３．１８０　 ２．４８０　 ２．７９０　 ０．１８６　 １．０００
人口密度 １２０　 ２．３５　 ４．０６０　 ３．１３０　 ０．２８０　 ０．１４９　 ０．２１２＊＊ １．０００
人均收入 １２０　 ３．４８　 ４．９７０　 ４．５１０　 ０．１９８　 ０．１０８　 ０．１７３＊＊ ０．０７１　 １．０００
经济实力 １２０　 ４．０５　 ５．６７０　 ４．７００　 ０．２４０　 ０．１２８＊ ０．２２５＊＊ ０．２１３＊＊ ０．７８３＊＊ １．０００
城市性质 １２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７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２＊ ０．６３１＊＊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５　 ０．２９９＊ １．０００
上级压力 １２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９０　 ０．４６４　 ０．１３９　 ０．０５０　 ０．３６３＊ ０．１２７　 ０．１６７＊ ０．２１９　 １．０００
竞争压力 １２０　 ０．００　 ０．９７１　 ０．３５０　 ０．６５０　 ０．１７１＊＊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１　 ０．８５８＊＊ ０．６６７＊＊－０．０３８　 ０．５１７＊＊ １．０００
学习动力 １２０　 １．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４．３６０　１１．６４０　 ０．０２０　 ０．７４２＊＊ ０．１７２＊＊ ０．３０７＊＊ ０．３５８＊＊ ０．６７４＊＊－０．０１２　 ０．１６２＊＊ １．０００
注：＊表示在０．１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表示在０．０５级别相关性显著

表３　ｌｏｇｉ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发生比 统计显著性

Ｈ１：城市规模（对数） ４．３１３　 ０．０８９　０
Ｈ２：人口密度（对数） ０．１９０　 ０．０７２　０
Ｈ３：人均收入（对数） ０．１４１　 ０．２６９　０
Ｈ４：经济实力（对数） １３．３０９＊＊ ０．０３２　０
Ｈ５：城市性质 １１．４３３＊＊ ０．０３８　５
Ｈ６：上级支持 ３．４６８　 ０．１８７　０
Ｈ７：竞争压力 １６．５５４＊＊ ０．０２１　０
Ｈ８：学习动力 １．９４６＊ ０．０７４　０
Ｗａｌｄ　Ｘ２　 ９７．３４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３１２

注：＊表示回归系数通过０．１水平显著性检验，＊＊表示回归系数通过
０．０５水平显著性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城市内部影响因素中，城市

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３个变量均未对智慧城市
建设采纳产生显著影响。其中，仅城市规模对因变量
的影响为正向，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对因变量的影响
均为负向。由此可见，城市政府对本地公众需求的回
应不够积极，假设 Ｈ１、Ｈ２ 和 Ｈ３ 不成立。经济实力和
城市性质两个变量均对智慧城市建设采纳产生了显著

正向影响，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城市经济实力的
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该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可能性
就会提高约１２．３倍，直辖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可能性约
为非直辖市的１０．４倍。这说明在需要大量资源投入
的智慧城市建设上，经济实力是城市创新政策采纳的

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假设 Ｈ４ 和 Ｈ５ 成立。
在外部影响因素中，上级支持虽然对智慧城市建设

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并未达到显著水平，假设 Ｈ６ 不成
立。同类性质城市间竞争压力对智慧城市建设采纳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当某智慧城市建设采纳每提升一个单
位时，省内其它城市智慧城市创新的采纳概率会提高
１５．５５４倍。由此可见，城市间竞争是促使政府采纳智慧
城市建设的关键因素，假设 Ｈ７ 成立。城市学习动力对
智慧城市建设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其它变量保
持不变时，友好城市数量每提高一个单位，该城市智慧
城市建设采纳率将会提升９４．６％，假设 Ｈ８ 成立。

４　结语

本文将各地智慧城市建设采纳视为一种创新扩散

过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构建研究模型，对影响
智慧城市扩散发生的因素予以分析。从内外两个方面
设置智慧城市采纳影响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城市规模、
人口密度、人均收入、经济实力和城市性质５个方面，
外部因素包括上级支持、竞争压力和学习动力３个方
面，在每个方面均提出了相应研究假设。通过对３８个
城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不同
因素对智慧城市扩散的影响。
研究发现，内部因素中的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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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收入等因素并未对智慧城市建设采纳产生显著影

响，换言之，城市内部公众需求并未对政府造成明显压
力，政府对辖区内居民需求的回应性不足。受官本位
思想和威权型政治体制影响，城市管理者对民众需求
缺乏回应传统。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因实质性选举压
力不足，城市管理者对民众需求缺乏回应动力。经济
实力和城市性质均对智慧城市采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

响，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直辖市相较于其它城市，可
以掌控和支配更多资源，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支持智
慧城市建设。因此，城市政府自身资源与能力是政策
扩散得以发生的关键因素，这与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
具有一致性。
外部因素中，与预期不同，上级政府支持并未对智

慧城市采纳产生显著影响。首先，可能与我国压力型
政治体制有关，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压力已经融
入到日常工作中，因而一般意义上的试点政策，难以产
生明显的推动效应；其次，可能因为上级试点并未给地
方政府带来实质性的资源或政策支持，难以转化为现
实推动力；最后，可能在于智慧城市试点量过多，导致
压力分散和平均化，反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竞争压
力和学习动力均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了显著正向影

响，竞争压力的影响更加显著，这与其它研究相一致。
在我国“政治晋升锦标赛”的驱动下，城市管理者为了
取得竞争优势或避免出现竞争劣势，会积极效仿其它
城市的政策创新。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得到以下４点政策启示：
（１）目前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和回应型政府建设

仍存在不足，不利于实现政府科学决策和有效治理。
为此，应加大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保障制度建设，以民众
需求为政府政策主导，有效推进智慧城市的良性扩散。

（２）虽然智慧城市建设具有诸多益处，但该政策采
纳要以城市政府强大的资源为前提，在当前情况下，并
非所有城市都适合立刻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虽然，我
国有近５００个城市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但受制于自
身经济能力，大多数城市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
各地方政府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何时及
如何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３）上级压力在本次研究中虽未产生显著影响，但
在目前的上下级关系中，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
下级政府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应该注重恰当运用
这种影响力，将其与政府间的竞争与学习相结合，有选
择性地进行小范围试点，从而对其它城市产生示范作
用，在竞争和学习作用的推动下，形成从点到面的扩散
格局。

（４）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和相互学习均有助于创新
扩散的发生，相对而言，府际竞争的作用更明显，因而
应该合理利用这种竞争特性，提升地方政府创新积极
性，加速创新扩散，同时要注意避免“逐底竞争”。学习
动力对创新扩散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力不够大。因
此，应改进现有府际学习机制，通过设置府际交流机构
和固定化的府际学习机制，强化政府间交流与学习。
特别是要注重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增强政府间信息交

流广度、密度和深度，避免跟风模仿、虚假性创新等现
象的发生，以保证创新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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